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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师资文化问题
———专访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

范　敏
(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,重庆４００７１５)

摘　要: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,从而使我国固有的师资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

化.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我国的师资文化传统,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师资文化的演变几乎被掩盖起来,

以致其特点模糊不明.这次访谈以“师资文化”为主题,从西方师资文化转化的动态中,提出重新认识中国师

资的问题,或有助于促进对“西学东渐影响”和“中国师资文化”问题的反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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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桂生教授长期致力于教育原理研究,颇有造诣.在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,他提出“师资文化”问
题,引起与会者的关注.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和５月３日,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就此

问题对陈老师进行了访谈.谈话内容整理如下:

一、“师资文化”问题的提出

范敏(以下简称“范”):您为什么重提“师资”概念,并由此提出“师资文化”问题呢? 难道“师资

文化”不等同于教师文化问题吗?
陈桂生(以下简称“陈”):“师资”,不是“教师”的同义语.因为“教师”是一个职业概念,而“师资”同

教师资质、资源相关.并不是任何有教师身份、承担教师职务的人都堪称“师资”.唯有胜任教师职务的

人,才是“师资”一词指称的对象.所以我们不是讨论教师问题,而是“师资”问题.
范:您为什么提出“师资文化”问题,难道教育学科不是“师资文化”么?
陈: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! 由于教育学(其中包括许多分支学科)是教师应当学习和掌握的理论,

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并不觉得还存在所谓“师资文化”问题.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教育学本身就等于“师资

文化”.
范:这种看法存在怎样的错误呢? 难道还存在教育学“以外”的“师资文化”问题吗?
陈:这就得从教育学谈起.教育学旨在使教师对教育得到理性的认识,懂得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

事,教育应当是怎么一回事,并进行规范的运作.在这个意义上,教育学本身也算是最为可靠的师资文

化.问题在于教师即使受过师范教育或师资培训,学过教育学,对教育究竟了解多少,到底能不能理性

地、规范地从事教育工作还存在问题.
范:这只能说明师范教育、师资培训和教育学教学中存在问题,并不能说明还存在“师资文化”

问题.
陈:长期以来,学界没有认识到师资文化的重要性,正是出于与你一样的看法.其实,教育学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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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范教育在师资问题解决中的意义有限.说得明白点,就是教育学和师范教育中传授的东西,都是“应
有的师资文化”,而有别于教师群体“实有的师资文化”.在“应有的”文化同“实有的”文化之间,距离很

大.这才需要研究实实在在的“师资文化”问题.

二、教育学科在师资文化中的意义

范:那就请您先谈谈教育学问题吧!
陈:教育学科应当、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理性地、合乎规范地履行职务,问

题在于这种学科本身在理论上要能够成立,就必须符合通行的学术规范.所以,从１９世纪初期开始,学
界就尝试建立科学的教育学,或教育的科学.科学本身旨在求知,即探求客观真理,探求客观事物中内

在的规律.就教育科学来说,从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中,揭示隐在外部现象中的本质属性,形成诸如“学
校”、“课程”、“教学”、“道德教育”之类的基本概念.每个概念都具有单义性,把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作

为命题,对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论证,揭示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,最后再经过反复

的验证,才成为所谓的“规律”.这是各种“科学”得以成立的一般道理.然而,教育科学问题并不这么

简单.
这里受谈话时间限制,暂且不谈教育学科的“科学性”,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,也不谈论这种

争议导致教育学科分化,形成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理论的区分———这两类学科中,又各自分化为若干亚

种,即教育分支学科.假如这些学科,在学术上都能成立,便可以相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,或许可增加对

教育的理解,有助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理性地、合乎规范地履行职务.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可能性究竟

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性,即反映师资文化水平.
范:师范教育、师资培训、教育学科教学不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?
陈:在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职务现场以外的师范教育、师资培训,充其量只是就业的专业准备和进

修的机会,这种从职务现场以外受到的教育或培训,究竟把其中的知识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个人

的素养,即教师自己的知识与能力,再把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有效地运用于职务,还有待研究.在中国,数
量多达一千余万的中小学教师,单靠师范教育、师资培训以及教育学科教学,不一定能解决教师的职业

态度、职业教养和职务能力之类的问题.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,正是应当正视的“师资文化”,而这种师

资文化问题却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.

三、对师资文化“反映迟钝”①的缘由

范:经过您的解说,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些触动.教育学虽然在指导教师理性地了解教育,规范

地履行职务方面,算是最为可靠的师资文化,但它并不等于广大教师中客观存在的师资文化.
陈:你说得对! “广大教师中客观存在的师资文化”,便是长期被掩盖着的狭义的“师资文化”.
范:如此重要的问题,为什么长期“被掩盖”,是被什么掩盖的呢?
陈:这个问题说来话长.长话短说,就是前面提到的,将教育学科等同于“师资文化”的错误认识,

说得更加专业一些,便是所谓的“教师专业化”.
范:“教师专业化”为什么也成为一个问题呢?
陈:将“教师专业化”说下去,话题的重心就转移了.你对这个问题如果感兴趣,可参见我已经发表

的«“师说”别解»«“师说”续解»(«中国教育科学»２００３年第４期、２００４年第３期),以及即将在«华东师范

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»发表的«“教师专业化”面面观».虽然在“专门职业”意义上,使用“教师专业”一
语以及进行相关的教育与训练很重要,然而这种“专门职业”训练意义上的“专业”有别于高等教育中学

术类别意义上的“专业”(如“教育学专业”),即使是“专门职业”的训练,也只是“应有的师资文化”.把

① 笔者在本文中用“反映迟钝”而不用“反应迟钝”的原因在于,“师资文化”问题本来就是存在已久的问题,并非是针对某些人提

出的观点或者问题作出反应的情况才提出的,文中只是把长期存在的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提出来,重新表达出来而已.所以

要用“反映迟钝”而不用“反应迟钝”.



“应有的师资文化”当作“实有的师资文化”,便成为对“师资文化”问题的掩饰.这种掩饰,转移了对客观存

在的师资文化问题的关注.至于由此引起的问题,则有待另行讨论.

范:如果照您所说,师资文化长期被掩盖的缘由说来话长,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引起您的关

注呢?
陈:这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.我们都知道,中国几千年来,教育事业素来发达.到了明清

时期,实施启蒙教育的私塾几乎遍及城乡.那时,授业机构林立、人才济济.按理,本可产生教育学理、
教学法则研究,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.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:既然缺乏教育学与教学法研究,那么在漫

长的岁月中,教育活动与教师的授业为何又能够井然有序地开展呢?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使我百思不

得其解.不过,这个困扰我的问题,实际上已经在我潜意识中萌生了教育学、教学法同客观存在的授业

活动有距离的想法.
范:那么您的这种潜意识怎么逐渐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呢?
陈:这有一个过程.起初,从我的老师萧承慎教授的«教学法三讲»中,知道了中国古代缺乏教学法

则的系统研究,此外,从他的«师道征故»一书中,也知道了我国古代特有的“师道”学说.我在大学读书

时,就曾从老师那里借阅此书,可惜此书长期失传.１９９２年,在西南大学熊明安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的支

持与协助下,从重庆图书馆得到此书的复印件.该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古代的师道学说.
范:“师道”学说主要讲些什么?
陈:“师道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.其中包括治国“尊师”之道、学子“求师”之道和师者“为师”之道.

早在先秦时期,就萌生“天地君亲师”一说,把“尊师”奉为天经地义.自唐代韩愈«师说»开始,历代«师
说»之作层出不穷[１].大约在２０１１年,我同张礼永博士收集历代«师说»,编成«中国师说选编»和«中国

师说续集».２０１５年４月,由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,胡惠闵教授把这两本

文集复印十套,赠送给有兴趣研究师道的专家和研究生.关于«师说»,我和张礼永博士合写的«中国古

代师资文化要义»一文,即将在«教育研究»杂志发表.这里不再赘言.
这篇文章大约写于２０１３年,并未及时投稿.因为当时只是把历代«师说»中批判师资文化中的不实

现象和维护师道正统当作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与价值追求,无法建立起这种学说与当时实践之间必

然的联系,更没有想到揭示其中的意义与价值.
范:这毕竟是当时的情况,您怎么由此出发,进而提出“师资文化”问题呢?
陈:这同我在西学东渐氛围中形成的意识相关.

四、西学东渐对我国师资文化的影响

范:您在«师资文化研究旨趣»(«北京大学教育评论»２０１４年第４期)一文中,提出“何时超越西

学东渐时代”的问题.为什么会萌生这种意识呢?
陈:这个问题的萌发与我对中国师资文化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思索相关.近百年来,中国的学术

理论几乎一直处于西学东渐的氛围中.我们自己、我们的上一辈、上两辈教育学人所知道的“教育”与
“教育学”,大体上几乎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.而东渐的西学,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及其理论逐渐趋于理性

的思考.这自然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.我国教育学人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忘记我们

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.其中的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我国国情与发达国家的区别,外国教育经验与理

论未必适合我国的国情,借鉴他国的理论与经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,我们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

情的教育理论.然而,问题在于迄今为止,关于这种教育理论,虽然常听“楼声响”,却不见“伊”下来.

范:不讲别人,单就您来说,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了吧?
陈:所谓的“研究成果”,有些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已.«普通教育学研究旨趣»(«中国教育科

学»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３期)一文,我在写“上篇”(回顾历史形成的“教育的元理论”)时,忽然冒出一个念头:
在教育学的历史上,哪有中国人“插嘴”的份儿,我国学者的创见在哪里? 我们连“赶”西学,都还很吃力.
因此,我并没有关于教育学的“独到见解”.或许他人有,不过,我不知道.当然,我只是针对经得起检验



的教育理论而言,一般性的见解并不少见.
范:这是您的谦词,难道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无望吗?
陈:我一向实话实说,从不故作谦虚.我以往对中国教育学比较悲观,现在似乎开始较为乐观.

范:原因何在呢?
陈:因为自从形成“师资文化”意识以后,不仅渐渐察觉到自己思维中的病根,而且开始调整自己教

育思维的方向,进而重新看待我国师资文化的问题.

范:您这么说,具体是什么意思呢?
陈:我一直是大学中的“教书匠”,既没有做过中小学教师,也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.我的一点

点“本领”无非是从西方学来的一些教育学.我没有出过国门,所以对西方教育学的了解也有限.但对

于这一点点教育学的知识,却使我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,即主要用源于西方文化的学术规范,审视我

国的教育研究成果,同时以西学中的教育价值观念,观照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教育实践,从而导致了在我

看来,这也“违规”,那也不“靠谱”的“问题”思维.虽然我的研究在总体上取向历史的逻辑分析、历史的

比较分析、历史的具体分析,算是一种为保持基本的合理性的自我调整,但我的职业局限和我思维中的

偏颇,使我长期漠视关于我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考察.如果只是我个人的局限性,问题并不大,但
是事实并非我一人.学界简单地按照他国社会Ｇ文化中的标准与规范,审视我国社会Ｇ文化中的实践与

理论,却不从我国客观情况与具体实践出发,长此以往,形成了一种学术风尚,这便成为问题.更严重的

问题在于,只因其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,便不易被察觉.由此导致漠视对我国成就的关注,这便成为我

学术研究上的缺陷.
范:那么形成“师资文化”意识,为什么会促成你调整自己思维的方向呢?
陈:这个问题同样说来话长.我虽然没有教授过教育学,但在我的意识中,一直存在“教育学情

结”,因此把教育学看得过重,现在才稍有转变.前面提到我注意到中国古代并无教育学与教学法的建

树,而古代教育事业却已形成规模,授业井然有序.因而在我的潜意识中已经从教育学中分化出“师资

文化”成分,即古代虽无教育学,却不乏以“师道”为核心的师资文化.起初还无法理出头绪,后来从现代

师资文化概念转化的动向中,才逐渐对中国“师资文化”问题的看法有了底气.

五、现代师资观念处在变化之中

范:现代西方师资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?
陈:每个社会中的师资观念,不过是整个社会价值追求的反映,因受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影响,并

不容易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.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,受传统的影响发生某种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.
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,美国的巴格莱就曾提到“教师问题的重要性,可以说超过其他所有问题加在

一起的总和的重要性”,然而美国却对教师问题“反映迟钝”[２].他对这个问题并未申述,我对这个判断

也不理解.当时认为美国已经有师范教育、师资培训、教育学教学,怎么能说对教师问题“反映迟钝”呢?
经过半个世纪,库姆斯于１９８８年深有感触地认定:多年来,美国各种各样的人一直在试图改变教

育,但“多半没有获得成功”.他列举了以往３０年间教育改革中不成功的尝试,其中有:语音学、教学机

器、心理测验、视听装置、开放学校和开放教室、协同教学、“新教学”、“新科学”、行为矫正、行为目标、能
力分组教学、凭证制度、计算机教学,以及“回归基础”,等等.其中每一种尝试在其全盛时期,都曾受到

一些教育家、家长、学校委员会,或立法者的热烈拥护,“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,结果仍不尽如人

意”[３]２７４.说到这里,我们自然会想到,他所提到的不成功的改革,在我国曾经像一阵阵的春风刮来,所
不同的是西风吹来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结果如何,并无人在意.

范:凭什么断定这些改革不成功呢?
陈:库姆斯列举了三点理由.其中第一点带有根本的性质,即这些所谓的改革“关注的是物,而不

是人”[３]２７５.

范:其中所谓的“物”是什么意思呢?



陈:他所谓的“物”,是指装置、机械、方法、学科,以及组织或管理方式,实际上是指作为科学研究成

果的事与物.在他看来,真正有效的变革“只有通过促使人的变化”才能实现.当然,这是就“人”与“事
物”的权重相对而言的.意思是在以往教育改革中,仍然是对教师问题“反映迟钝”.

范:在我们的印象中,西方的社会文化一向尊重人性、人的自主权利、人的创造力,怎么会是重

“物”轻“人”呢?
陈:你的理解并没有错.问题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抽象的人.他所谓“被忽视的人”,是指成千上

万普普通通的教师,是普通教师的具体实践以及具体实践中普通教师的价值观念.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

代的课程改革主要试行由课程专家设计的“新数学”、“新科学”和新课程“理念”,而忽视了此类改革的可

行性,忽视了普通教师本身的价值观念,以及他们对新课程的看法和态度.这意味着改革并不把普通教

师当作“人”,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.
范:这只是个别学者的认识,还是西方师资价值观念变化的潮流?
陈:这未必只是个别学者的认识.如美国课程专家乔治A比彻姆«课程理论»(１９６１、１９８１)、英

国学者IJ戈登«教学理论的标准»(１９６８)、法国学者让托马斯«世界重大教育问题»(１９７８)等,都有

类似倾向.我国课程改革设计过程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.不过,即使形成了师资观念变化的潮流,仍不

足以表示他们的师资价值观念已经普遍发生了如此变化.
其实,师资文化中的重物轻人倾向,正是由西方由来已久的“教育本身”重物轻人的传统造成的.我

国学者辜鸿铭早在１９１９年就提到“西人入学读书,其所学者,一则曰知识,再则曰知识,三则曰知识;中
国人则不然,中国人入学读书,所学的是君子之道”[４].梁漱溟在１９２２年指出,中国人说“读书明理”,其
意大致指明“人”之理;西洋人若说“读书明理”,则指“物”之理[４].我国学者的“人”、“物”之辨,是从中学

与西学的比较中发生的,可算是旁观者清.
范:怎样看待中学与西学中对待“人”的区别呢?
陈:“人”、“物”比较,虽然对比鲜明,但是其中所谓“人”、“物”都是抽象概念.若不具体分析,便可

能产生错觉,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“以人为本”,而西方不尊重人.其实,西方社会Ｇ文化中的个人主

义Ｇ自由主义,是尊重个性、个人自由、个人独立人格的价值观念.西方的“个人”,是一个复数概念.每

个人虽有自由权利,但每个人的自由又受到他人自由权利的限制,因而个人自由有限.由于尊重个人自

由,他人对某人既无权干涉,又不便轻易地提供帮助,所以个人从社会中得到的机会也有限.中国的“君
子之道”,虽合乎伦理,但我国传统的伦理并不以尊重个性、个人自由、个人独立人格为前提.

范:怎样看待中学与西学中对待“物”的区别呢?
陈:西方学校一般说来崇尚科学,即客观知识.即使人文科学也是如此.但并不由此而忽视人的

价值,其思路是:使客观知识转化为个人的教养,在教养的基础上形成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自律的行为.
至少在理论假设上确实如此.中国从孔子开始便形成“知者知人”的认识,即使知事知物,其要义不在于

从中探究客观真理,而在于端正人心.

六、从现代师资观念变化得到的启示

范:我们可以从现代师资观念变化中得到什么启示呢?
陈: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?

范:我虽然认真读过库姆斯«教育改革的新假设»一文,但对于师资文化问题还缺乏深入思考,
还是请您谈谈吧.

陈:前面提到,起初我对于中国古代在缺乏教育原理和教学法则研究的前提下,依然能井然有序地

发展教育事业百思不得其解.现在我知道了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.按照彼得斯(PetersRS)的说法,
由于古代授业目标、授业结构、授业程序比较简单,所以“在历史的某个时期里,教师确实能够像学徒那

样,经过本职业的工作实践自然而然地学得教学艺术”[５].因为习惯于按照教育原理、教学法则评价教

育现象,我们往往认为这种方式较为落后.然而,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,只有以这种简单的要求和刻



板的方式才能使更多人受到读写算的初步训练.
不仅如此,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,往往驱使自己运用仅有的一些教育原理、教学法则,审视现今的教

育实践,其中虽不无道理,但是因为不明白理论与实践差异,所以对实践问题的解决,意义非常有限.正

是基于这一点觉悟,才将“师资文化”作为独立的问题领域加以关注.更加重要的是,由此我开始重新审

视中国的师资文化问题.

七、重新审视中国的师资文化问题

范:请您谈谈现在怎样看待中国的师资文化问题呢?
陈:提出师资文化问题的初衷,在于试图重新认识中国师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问题.谈到这个问

题,不免涉及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提.首先是科学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区别,其次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和

由此发生的对教育问题复杂性的认识.我国现今的师资文化已经是西学东渐后的文化,并非单纯的乡

土文化,虽然同时也形成了一部分本土的见解与实践经验,但我们却很自然地按照通行的,实际上是源

于西方社会Ｇ文化中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来审视,甚至是带着挑剔的目光来看待本土现象.因这种审

视有一定的合理性,故不容易被察觉.由于对话的条件限制,这里很难涉及“理论前提”的讨论.
范:还是请简要介绍一下吧.
陈:第一,科学,讲求概念的单义性.符合常理,即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规则.在实践中,词语的含义

却可以约定俗成.现代实践理论虽然认可“规定性定义”,而“规定性定义”在同一著作中的运用仍然不

可违背所规定的这个概念的同一性.因此,在我国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合乎规范的实践理论,尚待努

力,但不必因此而否定实践中词语含义的约定俗成.
第二,科学旨在探求客观真理,发现客观规律,排除主观臆断.严格意义的“科学”,若不转化为技术

科学和技术、工程科学和工程,便可能被封存在象牙塔之中,而符合客观情势与实践需求的思想体系和

由思想体系派生的实践原则与行动口号,如中国儒家思想和从中派生的“师道”学说,现代学者陶行知提

出的行动口号等,却能打动人心,并转化为群众性的实践,从而发生教育科学难以产生的影响.不过,这
和把实践原则与行动口号当作“科学规律”,不是一回事.

第三,人们常将教师与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、农艺师等职务加以比较.这种比较往往只是社会地位、
工资待遇之类的比较.教育本身与那些“专业性职务”的可比性甚少,它既比一般“专业性职务”简单,又
比它们更为复杂.我曾对教师职务的特点有所说明[６],这里无需赘述.按照现代的想法,其实一般教师

未必需要多么广博与高深的学问,只需具备“必要的”学科知识与教育理论修养即可.至于什么是教师

“必要的”职业准备,对一般教师来说,要从“基础教育”的实际需要出发.一般看来,似乎教师的品德修

养水平越高越好,教师的知识越广博越好,教师的能力越强越好,问题在于可能性如何? 即使可能,其可

行性如何? 即使可行,是否一定有利于教育? 说到底还得考虑教师的日常工作状况.其中更重要的问

题在于究竟以“专门职业”意义上的“专业”(专长)还是“学术”意义上的专业为出发点.
第四,我国学校中教师组织程度之高,世界罕见.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,往往仅从个人自由的角度

观察这个问题,而甚少顾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合理性.迄今为止,对这种师资文化中特有的现象缺乏客观

的考察和公正的评价.

八、怎样看待当前的师资文化现象

范:看来您提出的这些看法,都值得认真考虑.说到中国师资文化问题,请问您对我国现在的

师资文化现象有什么看法?
陈:我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并不怎么了解.不过我可以借别人的看法,间接回答你所关注的这

个问题.
我们知道,从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开始,兴起于欧洲的“新学校”和美国的“进步主义教育运动”,

统称“新教育”.经过“约一代人”的时间,杜威于１９２８年,应全美进步教育协会之邀,向参与进步教育活

动的人士进行演讲.他从一系列提问开始,把自己的看法隐含在问题中.我觉得他所提的问题,正是对



当前面对的状况应该提出的问题.这些问题是:

１“教育实验”、“实验学校”的意思是什么?

２实施“进步教育”的学校,对于大多数其他学校能做些什么?

３我们对实验学校的理智和实验的可持续性能够抱有什么期望,特别是对这些学校在教育理论方

面能够有什么期望?

４实验学校工作中,有没有理智和道德的共同因素?

５实验学校是不是依赖碰巧负责的个别人的愿望和偏爱,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?

６实验是不是对任何事情至少进行一次实验,把来到心中的任何“妙想”立即实行的过程,或者它

是否以作为有效的假设的一些原理为依据?

７实验学校对于实际的结果,是否一贯加以观察,并以此来检查一个基本假设,使后者得以理智地

发展?[７]


杜威在这次谈话中,并没有对所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,但却表达了一些看法.此后十年,在«经验与

教育»(１９３８)一书中,他对进步教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,即那些探求新教育运动前景以适应现实需要的

人,“应当只思考教育本身的含义,而无需顾及关于教育的一些‘主义’.甚至连‘进步主义’也不必考

虑”[８].说到这里,我作为“教育学人”不免惭愧,因为自己不能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.
范:我读过您的一些著作,我看实际情况还不至于如此.听了您关于师资文化问题的不少看

法,我想从师资文化角度,可以重新思考师资培训和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准备问题.
范:谢谢您用这么多时间回答我的提问.
陈:也谢谢你和贵校的«教师教育学报»提供这个机会,让我唠叨一番,再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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